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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贫困地区与旅游资源富集区高度重叠，

旅游扶贫这一“造血式”扶贫开发战略已成为国家

脱贫攻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乡村旅游扶贫

也已成为许多农村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有力抓

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乡村旅游扶贫为减少

我国的收入贫困作出了巨大贡献。新时期我国扶

贫攻坚任务仍十分艰巨，且贫困呈现收入、生活、

教育、健康等多维性。国务院关于印发的《“十三

五”脱贫攻坚规划》指出，到 2020年稳定实现现行

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简称“两不愁、三保

障”），其中，“两不愁、三保障”实质上强调的就是

多维贫困改善。可以预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的提升，贫困治理也必然会瞄准更高标准

下的多维贫困减贫。乡村旅游扶贫作为一种备受

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崇的反贫困手段，如何最大程

度地发挥其多维减贫效应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

重要课题。

中外学术界对旅游减贫效应进行了大量的探

讨，从研究尺度上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将整个

国 家 作 为 研 究 对 象 ，从 宏 观 尺 度 考 察 。 如

Muchapondwa 和 Stage（2013）针对博茨瓦纳、纳米

比亚和南非，用社会核算矩阵比较分析了三个国

家入境旅游的减贫效应，测算出旅游对GDP的贡

献在 6%～9%［1］；Croes 和 Rivera（2017）采用社会

核算矩阵研究了厄瓜多尔旅游业发展的减贫效

应，发现旅游业对整个国家经济具有较大的乘数

乡村旅游扶贫政策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匹配倍差法的估计*

余利红

（中南民族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乡村旅游扶贫是我国脱贫攻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多维减贫效应备受关注。文章利用恩施市和红安县

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匹配倍差法测算了处理组和控制组两组农户收入、教育、健康、生活、住房及就业共6个维度指标在

乡村旅游扶贫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以科学评估乡村旅游扶贫政策的多维减贫效应。结果表明：乡村旅游扶贫对处理组

农户的收入、教育、住房和就业四个维度减贫有显著影响，但对健康及生活维度的减贫效应并不显著；收入、教育、住房和

就业维度减贫效应的匹配倍差估计系数分别为 0.492、0.219、0.227 和 0.174，均低于普通倍差法估计系数 0.539、0.264、

0.268和 0.213，两种估计方法表明参与乡村旅游扶贫能使农户收入、教育、住房及就业水平显著提高 50%、23%、25%、20%
左右；而从控制变量的标准误可知倍差法估计结果“虚高”，匹配倍差法估计效果更优，可信度更高。据此文章提出：政府

扶贫和旅游部门要坚持将旅游扶贫作为一项重要战略并力促当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特色发展，采取多种措施引导和帮

助贫困户积极参与乡村旅游扶贫以分享当地旅游发展红利，并结合当地旅游和贫困情况科学统筹乡村旅游扶贫各项措

施以使乡村旅游扶贫的多维减贫效应更显著、更公平和可持续。

关键词：乡村旅游扶贫；多维减贫；农户；匹配倍差法

中图分类号：F323.8；D63 文章编号：1672-9846（2019）02-0001-09
DOI：10 .3969/j. issn. 1672-9846. 2019. 02. 00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 1



效应，且最贫困人口受益最大［2］；Njoya和 Seetaram
（2018）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证实了旅游发

展是肯尼亚减贫的引擎［3］。二是以某区域为研究

对象，从中观视角考察旅游的减贫效应。Ander⁃
son（2015）发现坦桑尼亚乞力扎罗山地区的旅游

发展显著提高了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从而促进

了贫困的减缓［4］；黄渊基（2017）以武陵山湖南片

区的 20 个贫困县（市、区）为例，实证研究了旅游

扶贫的经济效应、生态效应、社会效应及时空分

异［5］；孟秋莉（2018）运用湖北省 2010-2015 年旅

游扶贫相关数据，探究了政府旅游扶贫资金投入、

旅游企业投资对地方旅游收入及贫困人口收入的

影响［6］。三是以单个农户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视

角研究旅游的减贫效应。如张遵东和章立峰

（2011）研究了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对农户

收入的影响［7］；蒋莉和黄静波（2015）分析了汝城

国家森林公园九龙江地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

感知和态度，发现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的社会和

经济效应感知明显，对环境效应不敏感［8］。杨柳

（2017）对海南省琼中县什寒村乡村旅游扶贫的农

民增收情况进行深入分析［9］。冯伟林和陶聪冲

（2017）依据对重庆武陵山片区贫困人口抽样调查

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旅游扶贫对增加当地贫困

农户收入有显著效应，生活及卫生环境得以较大

改善，但也存在生活成本上升、飞地效应及贫富差

距拉大等负面效应［10］。

现有研究已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旅游

反贫困效应进行了广泛探讨，但主要关注的是旅

游对收入贫困的影响，虽然已有一些文献注意到

乡村旅游扶贫具有社会、生态、文化等非经济效

应，但基于多维贫困指标对乡村旅游扶贫政策的

多维减贫效应进行科学量化分析的研究非常鲜

见。王耀斌等（2018）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

索，他们以扎尕那村为例运用倍差法从多维贫困

视角评估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效

应［11］。倍差法的确可以解决遗漏控制变量的问

题，然而该方法也存在选择性偏误的缺陷，导致测

度结果不够客观准确。本文创新性地将倾向匹配

得分法与倍差法相结合，即运用匹配倍差法以同

时克服选择性偏误和遗漏控制变量的问题，并通

过多个案例地的样本数据来科学评估乡村旅游扶

贫政策的多维减贫效应，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

议，为乡村旅游扶贫这一重要减贫政策在未来发

挥更大的多维减贫作用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的选择

（一）倍差法

本研究旨在科学评估乡村旅游扶贫政策对农

户多维贫困状况的影响。乡村旅游扶贫政策实施

后农户多维贫困状况的变化来自两方面：一是随

时间自然增长而出现多维贫困状况改变的“时间

效应”，也就是即使未实施乡村旅游扶贫政策也依

然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多维贫困状况改变；

二是乡村旅游扶贫带来的“政策处理效应”，即因

为乡村旅游扶贫政策实施而带来的多维贫困状况

变化。作为现代计量方法中定量评估政策效应的

分析工具，倍差法（Differences in Differences，简称

DID）把政策实施看成一个“准自然实验”，通过对

受政策影响的“处理组”和不受政策影响的“控制

组”数据的两次差分来有效分离“时间效应”和“政

策处理效应”，从而评价政策实施效应。本文将参

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农户作为处理组，未参与的农

户作为控制组，乡村旅游扶贫政策实施前后处理

组和控制组农户的多维贫困变化之差即为乡村旅

游扶贫政策的多维减贫效应，其基本模型如下：

yit = β0 + β1Tourit + β2Yearit + β3TouritYearit + αXit + εit

（1）
yit 表示农户 i 在 t 时刻的多维贫困指标，虚

拟变量 Tourit = { }01 ，表示农户 i在时刻 t 是否参

与乡村旅游扶贫，若参与取值 1，反之取值 0；
Yearit 为时间虚拟变量，乡村旅游扶贫实施之后年

份取值 1，反之取 0；β0 、β1 、β2 、β3 、α 均为参

数；Xit 是既影响农户是否参与乡村旅游扶贫，又

影响乡村旅游扶贫效果的其他不可观测变量的向

量集；对于控制组和处理组农户，两个时点的多维

贫困变动分别为 β1 和 β1 + β3 ，β3 则是倍差估计

值，即是本研究最关注的乡村旅游扶贫对农户多

维减贫的净效应，εit 为残差项。

然而，DID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即处

理组和控制组的“时间效应相同”，否则计量回归

差异就只是控制组和处理组之间的差异，而非真

正的“政策处理效应”。由于农户家庭特征及所在

村庄存在异质性，使得农户之间的多维贫困变化

很难具备相同的时间效应，这就要求在控制组中

寻找与处理组特征尽可能相似的匹配农户，以减

少样本选择偏差引起的估计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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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匹配倍差法

Heckman、Rosenbaum 和 Rubin逐步发展起来

的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简
称 PSM）为寻找与处理组尽可能相似的样本提供

了科学方法。PSM通过匹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样

本农户，以减弱样本选择性偏误，使两组样本具有

相同的“时间效应”，但不能避免因遗漏不可观测

变量而带来的估计偏误；DID 通过双重差分能很

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但“时间效应相同”的假设前

提很难满足。为此，本文采用 PSM 与 DID相结合

的方法，以更准确地估计“政策处理效应”，即乡村

旅游扶贫政策的多维减贫效应。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运用 PSM方法按照农户家庭及村庄特征变

量找到匹配组，使匹配后的样本农户“时间效应相

同”。在具体匹配时，本文选择了核匹配法，其原

理是利用所有控制组农户（通常去掉倾向得分取

值范围相同部分以外的个体）的加权平均值为每

个处理组农户建立匹配组，与处理组农户越相似

的农户赋予权重越高，越不相似的农户权重越低，

从而可以寻找到更为合理的匹配结果。然后，运

用DID模型对匹配后的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农户

估计乡村旅游扶贫对农户多维贫困指标的净效

应，即平均处理效应 ATT PSM -DID ，计算公式如下：

ATT PSM -DID =
1
N ′å iÎ I1  Sp

[(y1
i t1
- y1

i t0
)-å jÎ I0  Sp

w(i j)(y0
j t1
- y0

j t0
)]

（2）
其中，y1

i t0
和 y1

i t1
分别表示处理组样本农户 i

在参与乡村旅游扶贫前后的多维贫困指标；y0
i t0

和 y0
i t1

分别表示控制组样本农户 i在参与乡村旅

游扶贫前后的多维贫困指标；Sp 表示核匹配带宽

内的集合；I1 是处理组集合，I0 是控制组的集合，

N ′ 是 I1  Sp 所包含的样本数。 w(i j) 是适用于配

对 (i j) 的权重，代表处理组农户在未参与乡村旅

游扶贫条件下多维贫困指标的权重，其计算方法

如下：

w(i j)=
G[(pj - pi) hn]

å k:Dk = 0
G[(pk - pi) hn]

（3）
（3）式中，hn 是指定带宽；G 为核函数；pi 为

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农户 i 的倾向得分，pj 和 pk

则分别是在带宽内的第 j 个和第 k 个未参与乡村

旅游扶贫的农户倾向得分。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从全国 11 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中选取了

武陵山和大别山两个片区作为研究区域，其中武

陵山区选取恩施州恩施市龙凤镇青堡村和白杨坪

集镇麂子渡村，在大别山区选择红安县永佳河镇

喻畈村、七里坪镇杨山村和草鞋店村。恩施市是

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市，红安县直到 2018年才摘

除国家贫困县帽子。

恩施市龙凤镇青堡村素有高山“小平原”之

称，该村 2012年还是恩施市最穷村，所辖 9个村民

小组 826户人家中原有 506户贫困户。2014年以

来政府投入 3000 多万元完成了道路的拓宽与黑

化、高低压供电网络改造等工程，并按照“土家风

情体验、生态乡村休闲”的旅游格局，于 2016年 9
月完成旅游村寨的建设，打造了“民宿一条街”，逐

渐发展成了鄂西的避暑圣地。恩施市白杨坪集镇

麂子渡村有 11个村民小组，约 1400个农户。该村

四面环山，有美丽的太阳河流经该地中心区域，生

态环境良好，民族风情浓郁。2015 年 8 月麂子渡

村 11名致富能人投资 1000万元的成立麂子渡观

光农业旅游专业合作社立，政府与合作社先后完

成了旅游公路、官渡河风雨桥及周边配套工程、数

百亩桃柚园及游步道、漂流水道等乡村旅游项目

的建设，打造成集产业发展、文化体验、旅游观光、

休闲度假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区，并于 2016年 6月

开始接纳游客。永佳河镇喻畈村位于红安县东

部，紧邻尾斗湖水库，山青水秀，有着宝贵的红色

文化，全村 12 个小组共 369 户 1368 人，但这里田

地贫瘠，收入低微，村民们大部分外出务工，十分

贫困。自 2015年 9月以来，依照红安县旅游扶贫

规划，喻畈村被列为重点发展的 30个旅游重点村

之一，通过因地制宜编制建设规划，给予项目资金

支持，打造独特乡村特色旅游品牌等举措，喻畈村

已经成为周边都市人群放松休闲的世外桃源，村

里还成立了休闲旅游合作社，引领村贫困户脱贫

致富。七里坪镇草鞋店村和杨山村有杨山河流

经，草鞋店村拥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风景秀

丽，拥有 1.6万亩野生山林，也是全国知名的“中国

最美小鸟”蓝喉蜂虎在长江流域的最大聚集地。

杨山村是全国旅游扶贫重点村，距七里坪镇 4 千

米，全村总面积8平方千米，8个生产小组，11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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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湾，总人数为 1400人。这两个村依托杨山河风

景发展乡村旅游，从 2014 年开始乡村旅游开发，

2016年底项目竣工并接待游客。

课题组于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 月组织教

师和研究生等 8 人深入上述地区，采取分层随机

抽样及访谈式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520份，

收回有效问卷 469份，问卷有效率达到 90.2%。本

文以 2013 年数据来反映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前的

情况，以 2017年数据来反映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后

的情况，后文分别采用了 2013年和 2017年共 938
组被调查农户样本的数据，其中 2013年的数据为

调研时通过农户对比回忆收集得到。

（二）指标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1. 多维贫困指标选取

Sen（2004）从“可行能力视角”提出了能力贫

困的概念，他指出贫困对应的是功能性福利的缺

失，而这背后则是基本可行能力的缺失［12］；最基本

可行能力由健康、教育以及体面的生活等一系列

功能构成，这些功能的丧失既是贫困产生的原因

也是贫困的表现，由此催生了多维贫困理论。在

Sen 的基础上，许多学者与机构进一步发展了多

维贫困理论，其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牛津大学

人类发展中心联合开发的全球多维贫困指标

（GMPI）被广泛应用，但至今多维贫困的维度和指

标选取学术界尚无统一标准。本文中多维减贫效

应的指标选取参考了 GMPI，并结合《中国农村扶

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中的扶贫目标与调研

区域的实际情况，遵循科学有效和数据可得原则，

最终确定将收入（y1）、健康（y2）、教育（y3）、生活

（y4）、住房（y5）与就业（y6）共 6 个贫困维度作为因

变量，涉及到家庭年收入、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

职业培训、清洁用水、清洁燃料、通电情况、卫生设

施、垃圾处理、住房面积、房屋装修、就业情况共

12个指标，具体含义及赋值规则见表1。
多维贫困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所示。可

知，2017 年（乡村旅游扶贫实施后）与 2013 年（乡

村旅游扶贫实施后）相比，农户家庭收入、健康、教

育、生活、住房及就业六个维度的 12 个指标均有

所增长，其中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农户（处理组农

户）家庭年收入、职业培训次数、家庭人均住房面

积、住房装修水平、家庭劳动力本地就业人数共五

项指标相对于未参与农户（控制组农户）有更高幅

度的增长。由于各指标量纲不一致，本文运用了

归一法对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处理，使标准化后的

取值介于 0到 1之间，同时采用专家评估法确定各

指标权重（见表1）。

2. 控制变量的选取

采用 Logit 回归方法计算 PSM 中的倾向得分

时，要求所选的控制变量既对农户是否参与乡村

旅游扶贫有很强的解释能力，也对 6 个因变量有

影响。根据已有的理论和经验，这些控制变量主

要有户主特征（如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家

庭特征（如家庭成员是否担任过村干部、家庭总人

口数、家庭劳动人口数、承包耕地面积、承包林地

面积等）、村庄特征（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离核心景

点距离等）以及公共政策等（除旅游扶贫之外的其

他扶贫措施等）。由于案例区所涉及的村庄公共

政策基本一致，其差异带来的影响可以忽略不

计。因此，本文选取了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

特征三个方面的控制变量。

表1 多维贫困指标及赋值规则

维度

收入（y1）

健康（y2）

教育（y3）

生活（y4）

住房（y5）

就业（y6）

指标

家庭年收入（A1）
健康状况（B1）

受教育年限（C1）
职业培训（C2）
清洁用水（D1）
清洁燃料（D2）
通电情况（D3）
卫生设施（D4）
垃圾处理（D5）
住房面积（E1）
房屋装修（E2）
就业情况（F1）

指标含义及赋值规则

家庭年收入水平（元）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患有大病=1；有残疾=2；患有慢性疾病=3；均健康=4）
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家庭劳动力每年接受职业培训总次数（次）

做饭用水（池塘水或河水=1；水库水或井水=2；自来水==3；纯净水或过滤水=4）
做饭燃料（柴草=1；煤炭=2；煤气或液化气=3；太阳能或沼气=4）

供电保障（经常断电=1；偶尔断电=2；几乎不断电=3）
厕所设施（室外非冲水厕所=1；室外冲水厕所=2；室内冲水厕所=3）

垃圾倾倒（附近随意倒=1；自家粪坑=2；村指定集中点=3）
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平方米）

房屋装修水平（很差=1；较差=2；中等=3；较好=4；很好=5（由调研人员判定）

家庭劳动力中本地就业人数（人）

权重

1
1

0.58
0.42
0.27
0.15
0.23
0.16
0.19
0.57
0.4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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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

（一）样本匹配结果

本文采用核匹配法对控制组和处理组样本进

行匹配，为了确保匹配结果的准确度，需检验控制

性变量在控制组和处理组之间是否存在着显著差

异，即匹配的平衡性检验。由表 3中的结果可知，

匹配前多数变量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存在显著

差异，但是匹配后全部控制性变量的标准化偏差

明显减小，其绝对值均小于 15%。 T 检验结果表

明匹配后控制组和处理组的控制性变量不存在系

统性差异，即通过平衡性检验，倾向得分匹配结果

可靠。

（二）模型估计结果

为比较是否控制选择偏误对乡村旅游扶贫政

策多维减贫效应的影响，本文在采用PSM-DID模

型对全部样本数据进行估计前，先运用普通 DID
模型进行估计，表 4和表 5反映了两种方法的估计

结果。两种方法估出的结果都显示收入、教育、住

维度

收入

健康

教育

生活

住房

就业

指标均值

家庭年收入水平（元）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家庭劳动力年职业培训次数（次）

家庭清洁用水

家庭清洁燃料

本村通电情况

家庭卫生设施

垃圾处理

家庭人均住房面积（m2）

住房装修水平

家庭劳动力本地就业人数（人）

旅游扶贫之前（2013年）

控制组

12974
3.22
7.31
1.46
2.61
2.17
2.26
1.17
1.81

27.36
1.82
1.32

处理组

13508
3.26
7.34
1.39
2.65
2.14
2.27
1.21
1.82

29.51
1.95
1.36

旅游扶贫之后（2017年）

控制组

13261
3.29
7.36
1.67
2.92
2.52
2.78
2.18
2.75

35.92
2.39
1.61

处理组

21075
3.51
7.48
2.45
3.13
2.59
2.8

2.53
2.77

46.27
3.02
1.94

变化幅度

控制组

287
0.07
0.05
0.21
0.31
0.35
0.52
1.01
0.94
8.56
0.57
0.29

处理组

7567
0.25
0.14
1.06
0.48
0.45
0.53
1.32
0.95

16.76
1.07
0.58

表2 多维贫困指标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

户主年龄

户主受教育年限

家庭成员是否担任

过村干部

家庭总人口数

家庭劳动人口数

承包耕地面积

承包林地面积

交通设施条件

离核心景点距离

变量

代码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时点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平均值

处理组

47.602
47.589
8.128
7.649
0.107
0.093
4.712
4.697
2.805
2.801
4.016
3.952
7.202

10.028
2.903
2.815
3.593
3.540

控制组

52.580
48.031
6.419
7.386
0.048
0.079
4.673
4.679
2.395
2.780
4.607
3.904
7.607
9.796
2.015
2.603
4.760
3.683

标准偏差

（%）

-23.2
-5.7
27.6
6.9

49.3
14.1
8.2
6.9

17.5
4.6

-18.4
4.2

-16.8
8.7

36.7
9.6

-37.4
-7.1

偏差变动率

（%）

75.4

75.0

71.4

15.9

73.7

77.2

48.2

73.8

81.0

T检验

T值

-2.91
-0.45
3.06
0.83
2.17
0.39
1.74
0.56
2.38
1.60

-2.01
0.62

-1.59
0.51
1.26
0.67

-3.01
-0.94

p>|t|
0.012**

0.195
0.026**

0.156
0.008***

0.192
0.083*
0.129

0.064*
0.159

0.081*
0.273

0.067*
0.183

0.007***
0.165

0.009***
0.187

表3 匹配平衡性检验结果

注：本文采用核匹配算法；*、**、***分别表示10%、5%和1%的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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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及就业四个因变量分别在 1%、10%、10%和 5%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它二个因变量均不

显著，表明乡村旅游扶贫政策的实施对参与乡村

旅游扶贫农户的收入、教育、住房及就业产生了积

极的正向影响，参与乡村旅游扶贫能使农户家庭

人均年收入显著提高 50%左右，教育水平显著提

高 23%左右，住房综合水平显著提高 25%，在本地

就业的人数显著提高了 20%左右。正如前文所

述，普通DID模型因未考虑样本选择偏差问题，有

可能存在估计偏误。对比两种方法估计结果可

知，针对显著的四个因变量收入、教育、住房及就

业，PSM-DID 的交互项 TourYear 估计系数 β3 分

别为 0.492、0.219、0.227和 0.174，均低于普通 DID
模型的估计结果 0.539、0.264、0.268 和 0.213。从

控制变量的标准误来看，PSM-DID估计中控制变

量的标准误也都比普通 DID 模型的估计结果低，

表明 PSM-DID 估计效果更优，可信度更高；而普

通DID模型估计结果“虚高”。

1. 乡村旅游扶贫政策对农户收入维度的减贫

效应

表 4 中 PSM-DID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 F =
57.091、Sig =0.000，反映该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交互项 TourYear 的系数 β3 通过 1%显著性水平

检验，表明与未参与乡村旅游扶贫农户相比，参与

农户的收入增长幅度高出 49.2%。其收入增长更

快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乡村旅游扶贫项目

的实施增加了参与农户的自主经营机会，为其带

来可观的经营收入；二是参与农户到当地旅游小

微企业打工的机会增多，提高了其打工收入；三是

有机会将农副产品以更高价格卖给游客或农家乐

等，提高了其农业收入。从控制变量来看，户主年

龄和家庭成员是否担任过村干部对参与乡村旅游

扶贫农户的收入均在 5%水平上有显著正向影响，

可能原因是：户主越年轻或者家庭成员担任过村

干部的农户往往对乡村旅游扶贫的认可度越高，

其可利用的社会资源也更丰富，参与乡村旅游扶

贫的积极性更高，其经营也更灵活，因而对其收入

增加更有利；家庭劳动人口数对参与乡村旅游扶

贫农户的人均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其原因在于

劳动人口数越多的农户，在参与乡村旅游扶贫中

越有可能从事农家乐等需要较多人手的经营型活

动，而这类经营相对于务农等传统生计方式有更

高的收入；距核心景点距离的回归系数通过了 1%
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距核心景点越近的农户参

与乡村旅游扶贫后收入增长越多，可能原因是到

核心景点距离越近的农户接待游客的机会越多，

而游客的消费能显著增加接待农户的收入。

余利红：乡村旅游扶贫政策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基于匹配倍差法的估计

模型

变量

常数项

Tour

Year

Tour×Year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R2

F值
Sig.

系数

β0

β1

β2

β3

α1

α2

α3

α4

α5

α6

α7

α8

α9

普通DID模型

因变量：收入

0.037（9.328***）
0.129（4.053**）
0.035（3.816**）

0.539（6.191***）
0.106（2.807**）

0.091（4.263）
0.068（3.716**）

0.095（4.261）
0.058（5.129**）

0.074（4.615）
0.023（2.826）
0.126（3.629）

0.158（3.164***）
0.609

19.264
0.000

因变量：教育
0.480

（11.925***）
0.035（2.015*）
0.091（3.242*）
0.264（2.537*）
0.082（3.160）

0.036（3.082*）
0.019（1.742）
0.024（1.563）
0.016（3.082）

-0.015（2.719）
-0.005（1.908）
0.083（2.528**）
0.093（1.736**）

0.537
10.635
0.000

因变量：健康
0.421

（13.524***）
0.017（2.289）

0.107（2.906*）
0.055（2.164）
0.036（2.608）
0.009（2.635）
0.009（1.904）
0.006（2.463）

-0.008（2.375）
-0.009（3.826）
0.005（3.827）
0.007（2.072）
0.071（3.826）

0.452
9.273
0.000

PSM-DID模型

因变量：收入
0.025

（7.094***）0.105
（3.282***）0.026
（3.106***）0.492
（4.281***）

0.091（2.536**）
0.083（3.816）

0.062（2.916**）
0.081（3.082）

0.041（3.527**）
-0.067（3.461）
-0.019（2.361）
0.105（3.082）

0.134
（3.461***）

0.730
57.091
0.000

因变量：教育
0.390

（8.725***）
0.029（1.571*）
0.082（2.605*）
0.219（2.382*）
0.076（2.709）

0.029（2.726*）
0.015（1.572）
0.022（1.291）
0.009（2.451）

-0.010（2.247）
-0.003（1.528）
0.069（2.274**）
0.080（2.247**）

0.672
62.408
0.000

因变量：健康
0.352

（10.863***）
0.012（1.904）

0.090（3.048*）
0.046（2.917）

-0.032（2.635）
0.006（2.461）
0.006（1.735）
0.005（1.916）

-0.007（2.381）
-0.008（2.618）
0.006（2.805）
0.006（1.915）

-0.052（2.618）
0.490

10.917
0.000

表4 乡村旅游扶贫对农户收入、教育和健康维度减贫效应的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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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乡村旅游扶贫政策对农户教育维度的减贫

效应

对 教 育 贫 困 这 一 因 变 量 而 言 ，表 4 中

PSM-DID 估计结果显示 F =62.408、Sig =0.000，
反映该模型拟合效果较好。交互项 TourYear 的

系数 β3 通过 10%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与未参与

乡村旅游扶贫农户相比，参与农户受教育水平高

出 21.9%。本文中教育贫困维度选取的指标主要

是家庭劳动力每年接受职业培训的人次，地方政

府为提高乡村旅游服务质量开展了相关职业教育

培训，并以各种方式鼓励农户积极参与。与未参

与旅游扶贫农户相比，参与农户往往更积极参加

这类培训，参与人次更多，教育减贫效应越好。从

控制变量来看，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参与乡村旅游

扶贫农户的教育减贫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通过

10%显著性水平检验，可能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越

高的户主往往对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更舍得投入

时间精力和成本，以积累家庭的人力资本，谋求家

庭未来更长远的发展。此外，交通设施条件和离

核心景点距离的系数均通过 5%的显著性水平检

验，表明交通设施条件越好、离核心景点距离越近

的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后对其教育减贫效应

越好，可能原因是离核心景点距离越近的农户从

事乡村旅游扶贫接待游客的机会越多，为提高服

务技能也越积极地参与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而

交通设施条件越好也使农户接受职业技能培训越

便利。

3. 乡村旅游扶贫政策对农户住房维度的减贫

效应

对 住 房 贫 困 这 一 因 变 量 而 言 ，表 5 中

PSM-DID 估计结果显示 F =47.091、Sig =0.000，
反映该模型拟合效果较好。交互项 TourYear 的

系数 β3 为正且通过 10%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与

未参与乡村旅游扶贫农户相比，参与农户的住房

改善水平提高 22.7%。原因在于：参与乡村旅游

的农户中有不少从事农家乐或民宿接待，为提升

接待水平，农户比较注重住房条件改善，除了进行

标准化装修升级外，有的还对自家房屋进行扩建

改造，当地政府也会出台一些激励政策如给予一

定经济补贴来实施穿衣戴帽工程，以提升当地乡

村旅游的整体竞争力和吸引力。从控制变量来

看，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家中是否有成员

担任过村干部、家庭劳动人口数及离核心景点距

离对参与乡村旅游农户的住房减贫都有显著正向

影响。其原因在于，户主越年轻、户主受教育程度

越高以及家中有人担任过村干部的农户往往眼界

更开阔，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景越看好，也更有能

力和魄力从事需要投入较多家庭资源的农家乐和

民宿接待经营；家庭劳动人口数越多，从事农家乐

和民宿接待经营的人力资源越丰富，越有动力投

入较多资源进行房屋改扩建和装修升级；离核心

景区越近，接待游客的机会越多，也会促使参与农

家乐和民宿经营的农户扩大房屋面积提升装修水

平，以此吸引更多的游客，因此其住房减贫效应越

显著。

4.乡村旅游扶贫政策对农户就业维度的减贫

效应

对 就 业 贫 困 这 一 因 变 量 而 言 ，表 5 中

PSM-DID估计的交互项 TourYear 的系数 β3 为正

且通过 5%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乡村旅游扶贫对

参与农户的就业减贫有显著正向影响，与未参与

乡村旅游扶贫农户相比，参与农户的就业水平提

高 17.4%。原因在于乡村旅游扶贫可通过多种途

径增加本地就业机会：一是，农户利用自家的房屋

和劳动力等资源经营农家乐、小商店、民宿等增加

就业；二是，旅游服务小微企业等在旅游旺季也可

以为当地农户提供部分就业岗位；三是，农户可以

通过提供交通运输服务及在景点附近从事小商品

或农副土特产品的售卖来拓宽就业门路；四是，实

施乡村旅游扶贫后原本因农产品价格低廉而抛荒

的农户重新耕种承包地，从而新增了就业。值得

注意的是，乡村旅游扶贫政策对参与农户的就业

减贫效应与收入减贫效应存在一致，这主要是因

为调研地农户还处于脱贫过程中，其收入基本都

是从各类就业中获得，其财产性收入等还非常有

限。从控制变量来看，是否有家庭成员担任过村

干部对参与乡村旅游农户的就业减贫有显著正向

影响，担任过村干部的农户往往能力更强，其就业

机会也更多；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学习能

力和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越强，掌握的相关技能

越多，就业面也越宽；离核心景区距离和交通设施

条件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离核心

景区越近、交通设施条件越好，吸引游客的能力越

强，接待游客的人数越多，就业岗位的需求量也越

大，为当地农户提供的就业机会越多，因而就业减

贫效应也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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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乡村旅游扶贫政策对农户健康与生活维度

的减贫效应

对农户健康和生活维度的因变量而言，表 4
和 表 5 中 PSM-DID 估 计 结 果 显 示 ，交 互 项

TourYear 的系数 β3 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乡

村旅游扶贫并未对参与农户的健康和生活维度的

减贫带来显著影响。健康维度指标在文中被界定

为家庭成员健康状况，该指标在匹配农户之间没

有明显差异，在调研的几年内该指标也无规律性

的变化，与农户是否参与乡村旅游扶贫无显著相

关性；生活维度的指标包括清洁用水、清洁燃料、

通电情况、卫生设施、垃圾处理共 5 项，该类指标

均涉及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项目，在新农村建设

特别是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这几个方面都由政

府民生工程统一推动，无论农户是否参与乡村旅

游，该类指标的水平均随时间推移呈现基本一致

的提升。对于控制变量而言，户主年龄、户主受教

育程度、是否为村干部、劳动人口数、交通设施条

件、离核心景点距离等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

这些控制性变量对健康和生活维度的减贫不存在

显著效应。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多维贫困视角，运用实地调研数据

和匹配倍差法实证分析了乡村旅游扶贫的多维减

贫效应，具体结论如下。

1. 乡村旅游扶贫政策具有显著的多维减贫效

应。乡村旅游扶贫项目的实施对参与农户的收

入、教育、就业和住房有显著正向影响，参与乡村

旅游扶贫能使农户人均年收入显著提高了 50%左

右，受教育综合水平显著提高了 23%左右，住房综

合水平显著提高了 25%左右，在本地的就业人数

显著提高了 20%左右，但对健康及生活维度的减

贫效应并不显著。

2. 从倍差法和匹配倍差法两种方法的估计结

果看，匹配倍差法估计结果更优。收入、教育、住

房和就业维度减贫效应的匹配倍差估计系数分别

为 0.492、0.219、0.227和 0.174，均低于倍差法估计

系数0.539、0.264、0.268和0.213。从控制变量的标

准误来看，匹配倍差估计中各控制变量的标准误

也都比倍差法估计结果小，表明倍差法估计结果

“虚高”，匹配倍差法估计效果更优，可信度更高。

余利红：乡村旅游扶贫政策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基于匹配倍差法的估计

模型

变量

常数项

Tour

Year

Tour×Year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R2

F值

Sig.

系数

β0

β1

β2

β3
α1

α2

α3

α4

α5

α6

α7

α8

α9

普通DID模型

因变量：生活

0.406
（13.516***）
0.039（2.617）

0.235（5.271***）
0.065（1.092）
0.007（1.524）
0.009（1.709）

-0.013（1.525）
0.016（1.408）
0.021（1.083）

-0.016（1.256）
-0.011（1.315）
0.091（1.507）
0.073（1.327）

0.416
17.352
0.000

因变量：住房

0.092
（10.826***）
0.126（3.372）

0.056（2.463**）
0.268（2.181*）
0.009（1.528*）
0.008（1.352*）

0.010（1.436**）
0.012（1.273）

0.015（1.328**）
-0.010（1.264）
-0.010（1.290）
0.102（1.509）

0.162（1.408***）
0.458

45.316
0.000

因变量：就业

0.306
（10.735***）

0.062（4.108**）
0.116（3.826**）
0.213（4.065**）

0.102（5.254）
0.021（3.165*）
0.008（2.309*）
0.010（3.264）
0.009（1.908）

-0.010（1.736）
0.009（1.827）
0.036（3.527）

0.049（4.062**）
0.613

58.064
0.000

PSM-DID模型

因变量：生活

0.364
（9.072***）
0.032（2.452）

0.201
（4.082***）
0.064（1.065）
0.006（1.362）
0.007（1.526）

-0.010（1.371）
0.014（1.380）
0.019（1.056）

-0.013（1.190）
-0.009（1.208）
0.085（1.319）
0.069（1.264）

0.452
19.081
0.000

因变量：住房

0.084
（9.072***）
0.112（2.635）

0.052（2.308**）
0.227（1.724*）
0.008（1.409*）
0.006（1.337*）

0.009（1.283**）
0.010（1.192）

0.013（1.209**）
-0.008（1.127）
-0.008（1.164）
0.093（1.326）

0.141
（1.274***）

0.649
47.091
0.000

因变量：就业

0.276（9.265***）
0.058（3.726**）
0.109（3.190**）
0.174（3.527**）

0.082（4.063）
0.019（2.709*）
0.007（2.118*）
0.009（2.725）
0.008（1.625）

-0.009（1.528）
0.007（1.852）
0.032（3.082）

0.045（3.825**）
0.591

56.173
0.000

表5 乡村旅游扶贫对农户生活、住房和就业减贫效应的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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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户主年龄、家庭成员是否担任过村干部、家

庭劳动人口数、距核心景点距离对参与乡村旅游

扶贫农户的收入维度减贫有显著影响；户主受教

育程度、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和离核心景点距离对

参与乡村旅游扶贫农户的教育维度减贫有显著影

响；家庭成员担任过村干部、离核心景区距离和交

通基础设施条件对参与乡村旅游扶贫农户的就业

维度减贫有显著影响。

（二）政策建议

1. 乡村旅游扶贫对参与农户的收入、教育、住

房及就业减贫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其多维减贫效

应还应进一步挖掘。政府扶贫部门和旅游部门应

将乡村旅游扶贫作为一项脱贫致富的重要战略举

措，采取各种措施力促当地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

特色发展，让乡村旅游业这一绿色产业成为当地

农户发展的重要生计方式，从而使旅游扶贫政策

的多维减贫效应更显著并可持续。

2. 政府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引导贫困农户积极

参与乡村旅游扶贫，使其有机会有能力共享乡村

旅游发展红利，实现稳定的多维脱贫。乡村旅游

扶贫项目实施效果关键取决于贫困农户是否参与

了乡村旅游扶贫，调查中我们也了解到贫困农户

的弱势地位很大程度阻碍他们参与乡村旅游扶

贫。因此，要充分发挥担任过村干部的农户、受教

育程度高的农户等能人的示范带头作用，积极引

导贫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同时，政府部门也应为

农民提供多种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贫困农

户的乡村旅游服务水平和经营能力。

3. 引入其他精准扶贫方式，进一步减缓健康

与生活维度的贫困。为实现全面多维减贫，政府

还需引入其他精准扶贫方式，以进一步减缓贫困

农户的健康和生活贫困问题，如加快提升乡村医

疗服务环境和能力，推进针对贫困人口的疾病防

控和健康教育工作等。

4. 当地政府应结合当地旅游资源和贫困情况

进行科学统筹，确保乡村旅游扶贫政策的公平

性。离核心景点距离显著影响着参与乡村旅游扶

贫农户的多维减贫效应，因此建议政府、村委会等

组织在乡村旅游扶贫项目规划中统筹考虑景点或

景区等核心旅游资源的合理布局，充分考虑村庄

内部多维减贫的整体效应，确保乡村旅游扶贫政

策能让当地农户较公平地分享旅游扶贫带来的各

种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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